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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跨国网络结构与绩效研究
——以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为例

许露元,  邹忠全
（广西财经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产业集群的跨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

复杂网络理论为研究基础，建立了“跨国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技术流动与扩散—集群绩效”的

概念模型，以广西和越南制造业集群为例，基于116家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对所提出的假设进

行逐一验证。研究发现：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在跨国网络结构与集群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

作用；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之间的资源共享对技术扩散的影响不显著，亟需加强双方节点企

业的交流与合作；集群网络结构推动了知识、技术跨区域的流动和扩散，进而提升整体集群的

绩效。本文以产业集群跨国合作网络为研究视角，探讨不同国家集群间相互联系与发展的关

系，顺应了产业集群发展的新形势，为“一带一路”下相关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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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全球生产网络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传统的封闭式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来说是个新的挑

战。当前，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发展得较为成熟，积极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而欠发达地区

的产业集群，如果没有构建起外部联系通道，就很可能陷入价值链的低端而寸步难行。我国自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直在致力于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与优化配

置，目的是通过扩大国内外市场，进一步优化分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我国的产业集

群如何成功地嵌入全球化生产网络中，顺应“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新要求，实现产业集群跨区

域协调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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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结构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机制和作用方面，目前为止在学术界具有较多争论，部分

学者强调了本地化作用对于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有的学者指出外部联系网络更加重

要。Bathelt等（2004）用“本地蜂鸣”与“全球通道”的概念解释了产业集群内部信息扩散和外部

知识流动的现象。“本地蜂鸣”是指因为地缘的毗邻性导致的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推动了技

术与知识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全球通道”是指集群内的企业积极的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突

出了产业集群的跨区域联系对整体绩效的影响。随着制度和网络权力等因素纳入到产业集群

的研究中，有些学者指出地方政府管理和当地核心企业等本地化要素为产业集群发展的机制，

认为产业集群之所以升级和发展，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扶持和指导（Hamaguchi，2007；Niu，
2010；阮建青等，2014）。还有的学者指出由地方政府引导下形成的跨国技术社区，可以使本土

的产业集群更快、更好的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升级和创新（Asmussen等，2013；Herstad
等，2014）。伴着产业集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断加深，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在肯

定了“本地蜂鸣”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强调了“全球通道”的重要地位，指出产业

集群的外部联系通道网络更能推动其升级与发展。尤其是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产业集群

处于变幻莫测的多样化环境中，倘若仅仅是依赖本地化的发展，会使其深陷全球生产网络的低

端而举步维艰，这就需要产业集群重视“全球通道”作用，建立起跨区域的全球合作网络，来及

时获得更加先进的知识、技术与广阔的市场（Humphrey和Schmitz，2002；Morrison等，2013；
Balland等，2016；吴松强等，2017）。也有的学者认为产业集群跨区域合作网络的建立，主要是

因为各产业集群之间的人才流动和节点联系，而节点之间的联系（例如政府、科研机构及中介

机构等）则通过各部门的协调形成了跨区域的合作组织，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跨区域产业集群

合作网络的形成和发展（Islam和Tedford，2012；Musil和Eder，2016；艾之涵和吴宏哲，2016）。综
上所述，伴着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与产业集群理论的交汇与发展，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封闭式的产

业集群重新审视，开始将外部联系通道纳入到了传统的产业集群研究中，强调产业集群外部网

络结构的作用。但是，当前的研究还难以完全解释不同区域或国家的产业集群互相联系与交叉

发展的现象，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合作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还处于摸索的

阶段。

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大大推动了各国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动，我国如何积极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集群跨国合作，共同实现双方集群的升级和

发展，日益成为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新范畴。目前，国内外有关产业集群跨国

合作理论与实证研究才刚刚起步，关于网络结构与绩效关系及其内在机理的实证研究则更为

匮乏。基于此，本文以复杂网络理论、产业集群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建立了“跨国网络

结构特征—知识、技术流动与扩散—集群绩效”的概念模型，主要探讨以下问题：跨国合作网络

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提升产业集群整体的竞争力？跨国合作网络特有的个体结构特征与关系

特征，如何影响到产业集群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进而实现整体集群的发展？本文的主

要研究贡献是：首先，本文把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复杂网络理论及产业集群理论相融合并拓展，

建立起“跨国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技术流动与扩散—集群绩效”的概念模型，强调了“跨国”与
“集群网络”的内涵，来研究不同国家的产业集群之间互相联系与发展的关系，延伸了产业集群

跨国合作方面的理论研究。其次，本文基于广西与越南的116家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调查数据进

行实证研究，得出了产业集群结构特征、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对整体集群绩效的关系，为相关

政府部门对产业集群跨国合作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发展有一定的

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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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构建与理论假设

以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有关产业集群网络的文献，均是研究同一区域或者同一国

家内的相互作用及发展的关系。因此，本文的主要突破点在于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背

景，将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与我国高层战略结合起来，当前，进入成熟阶段的发达国家产业集

群可以牢牢把握价值链的高端，将发展初期的欠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低端锁定”，而“一带一

路”倡议所提倡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及区域共同发展，为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向中高端

攀升提供了机会，通过知识流动及技术扩散，形成产业集群跨国合作网络，打破产业集群的低

端锁定。基于此，本文将“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国技术与知识的传播扩散作为媒介，探讨新形势

下产业集群合作网络的结构及发展机制，进而得到“跨国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技术流动与扩散—
集群绩效”概念模型，其主要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以下将对这一概念模型内涵进行概述。

（一）个体结构特征对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的影响

第一，节点度数。所谓节点度数是指与节点连接的所有节点数，它是对网络个体结构特征

关键属性的反映，可以对节点与网络重要性进行科学的衡量。在由诸多国家组成的产业集群所

形成的合作网络中，和企业连接的其他节点主要是指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企业、高等院校、中介

机构。由此可见，企业与其他节点关联度与节点度数成正比例关系，节点度数越高，企业就更容

易从关联节点有效获得资源，为企业注入创新动力。节点的中心性程度高低与节点度数成正相

关，但是过高的中心性程度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相关研究显示，节点中心性程度与企

业创新能力是正比关系，较高的中心性程度可以使企业更容易从其他节点获取创新资源和信

息，不易受地域限制和国家限制，可以有效开展本企业的创新活动，而不是单纯的模仿（史焱文

等，2015；Fiol等，2011）。企业的跨国联系程度越高，节点度数就越高，这样企业就能更便捷有

效地获取集群内外的资源和信息。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1：产业集群跨国网络内节点度数与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正相关。

第二，中介中心性。又称为中间性、中间中心性、居间中心性等，是网络个体的重要特征属

性。它具有比较低的节点度数，可以起到主要的“中介”作用，因此处在网络的中心（Jarle，
2014）。在不同集群组成的跨国合作网络中，企业为其他国家提供信息的传播、扩散能力就是其

中介中心性。若节点的网络位置比较特殊，则中介中心性越强，对创新资源的传播具有较大的

影响，企业获得的创新资源进行传播都要经过此节点，大大提高了传播速度及传播效率。若企

业脱离合作网络，就不利于信息与资源的扩散。因此，在不同集群组成的跨国合作网络中，企业

的中介中心性越高，就越能突破地域的限制而有效地传播信息与资源。依照以上分析，本文提

出下列假设：

H2：产业集群跨国网络内中介中心性与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正相关。

第三，结构洞。主要是反映网络个体结构关键特征属性。结构洞是一个抽象概念，是指不同

节点相互连接产生的非冗余关系。在不同集群组成的跨国合作网络中，企业在合作网络中获取

整体集群绩效

网络的个体特征

网络的关系特征

知识流动

技术扩散

 
图 1    “跨国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技术流动与扩散—集群绩效”概念模型

 

104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1期）



创新资源和知识的丰富程度与结构洞数量之间呈正比关系，结构洞数量越大，企业能够开展创

新活动的可能性越大。相关研究表明，结构洞居于信息传播优势和控制优势，结构洞数量越多

的企业对创新资源和信息的获取更快、更高效，所以结构洞数量越多的企业在进行创新资源分

享以及创新成果扩散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Soto和Contreras，2013）。结构洞较多的企业为创新

资源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多属于核心企业，如果在不同集群组成的跨国合作网络

中这样的企业越多，跨国合作网络的联系就越紧密，知识、技术的传播就更为快捷。通过上述分

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产业集群跨国网络内结构洞与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正相关。

（二）关系特征对知识流动与技术扩散的影响

N
N ¡ 1 N N

在人员的流动和组成上，跨国合作网络内部的人员种类比较复杂，包括管理者、员工以及

公共管理者等众多角色，他们与家属亲友等共同组成了网络中的社会关系。这些人共同活动在

一个区域，他们拥有相同的交通成本和通信成本，人与人的交流不受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因

此每个个体都有交流的可能性。现假设一个集群社会关系网中有 个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与其余 个人交流，因此在这个集群内共有 种不同的交流关系。多

样化的交流关系较大地促进了创新资源信息的传播。

同时，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信息的传播，拓展了知识传播的范围和深度，交流频率

也得到较大的提升，交流双方对交流内容得到巩固和深化，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可以得到进一步

确认，实现了知识的提炼和升华。如果交流的双方之间的信任感很强，那么展开合作性的知识、

技术交换行为的意愿就越强。信任是人们进行知识、技术交流的主要原因，信任无形中提高了

交流双方对获取对方资源价值的期望值，鼓励双方人员的跨国交流合作，而技术人员经由频繁

的跨国非正式交流，形成了跨国社会关系网络，较大地促进了知识、技术在不同集群之间的传

播（Gulrajani，2013）。同时，这种基于信任的传播，往往会附加更多有效信息。

此外，来自不同国家的产业集群组成的合作网络内部不断地进行各种资源的扩散传播，巩

固了彼此合作关系，促成了地方化生产系统的形成。核心企业为了更好地与其他节点企业建立

信息共享合作关系，增进人力、资本、物资等的交流，会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便利寻求更多发展

机遇。长此以往，跨国合作网络内的企业相互构成密不可分的关系网络，它们相互依存、互通有

无、优势互补。所以，集群中的企业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这些企业借助非正式关系网络达到

了资源与信息交流的目的，这种非正式网络为企业带来的益处并不比正式网络少。跨国网络中

企业、中介机构等节点的社会关联度越大、双方的信赖关系越强，其进行信息与资源共享活动

的意愿就越强烈，表明了密切的跨国合作网络社会关系特征，能够较大地促进知识与技术在双

方集群的传播。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产业集群跨国网络内社会联系程度与知识流动、技术扩散正相关。

（三）知识流动、技术扩散与整体集群发展的关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技术扩散和知识流动是跨国产业集群得以发展的基础。此外，产业集群

跨国合作网络发展到成熟阶段，会逐渐形成非正式的社会交流网络，从而较大地提高了信息的

交流范围和频率，信息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隐性的知识在交流过程中实现了显性的转换，一

些新的知识在这种碰撞中得以诞生，提升了集群的创新能力。在由不同国家的产业集群组成的

合作网络内，距离较近的企业开展面对面非正式交流更为便捷，更利于知识的流动和技术的扩

散，进而影响到其他企业。高频率的知识交流可以提高企业之间信任度，开放式的交流氛围可

以促进企业合作、拓展合作范围，最终促进产业集群内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通过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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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产业集群跨国网络内技术扩散、知识流动能提高整体集群的绩效。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拓展了广西与越南的跨国合作网络，使得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

联系愈发紧密。目前，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广西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的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

包括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龙邦—茶岭跨境经济合作区

等。这些外部通道推动广西内创新资源进入越南，促使广西与越南制造业之间创新资源流动与

信息交流，并带动越南制造业快速吸引海内外企业入驻与人才回流，推动越南制造业地方网络

的形成与发展。通过本地网络与人才地方流动，流入越南制造业的知识与信息扩散至本土企业

中，有利于越南本土产业集群创新水平的提升。

基于此，本文主要采取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为案例，进行调研并实证研究。主要是采用

当面调查、邮寄问卷、委托调查三种调查方式，耗时两年多完成整个调研。主要是调研了广西的

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以及越南北部及红河三角洲区域的芒街、海防、河内等地，包括广西与越

南的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汽车制造业集群、金属制品业集群等，各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均有着

往来业务联系，以体现出“跨国”及“集群之间合作”的特征。由于国际调研的数据获取困难，最

后只调研了121家相关企业，获取总问卷121份，其中的53份是通过网络发放的形式搜集的，排

除无效的问卷5份，总体问卷达到了96.69%的有效率。

针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被调查装备制造企业中广西企业与越南企业所占比例为55.17%与

44.83%。企业规模也涵盖了大、中、小型企业，受访者年龄多在30—40岁之间，属于企业中的骨

干力量，具有良好的销售及企业管理经验。在部门方面，进行销售和市场的人最多，占56.03%，

他们对广西与越南的制造业市场很熟悉，以上受访人群的基本资料分布合理，因此本问卷中各

题项的回答结果是充分真实且可靠的。

（二）变量测量

1. 自变量：跨国网络的结构特征

对于自变量跨国网络的结构特征的测量，主要考虑个体特征和关系特征这两个变量。借鉴

Allen等（2007）、蔡宁和潘松挺（2008）的研究成果并与本文的实际相结合，从企业之间的关联

性、挖掘市场机会的能力、与多方协作交流的水平3个测量指标来衡量跨国合作网络的个体特

征。借鉴Dessy（2009）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之间的信赖关系、社会网络关

系、共享知识与技术的程度、文化认同度4个测量指标来衡量跨国合作网络的关系特征。具体测

量如表2所示：

表 1    问卷样本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的基本情况 频　数 百分比 样本的基本情况 频　数 百分比

职位
高层管理人员 6 5.17%

年龄
20—30岁 24 20.69%

中层管理人员 24 20.69% 30—40岁 61 52.59%
一般管理人员 86 74.14% 40岁以上 31 26.72%

员工人数
50人以下 18 15.52%

年限
3年以下 6 5.17%

51—100人 56 48.28% 3—5年 55 47.41%
100人以上 42 36.21% 10年以上 55 47.41%

企业所属
广西制造业企业 64 55.17% 部门

销售或市场 65 56.03%
越南制造业企业 52 44.83% 其他 51 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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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介变量：跨国技术扩散和知识流动

根据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中的度量方法，本文采用Gereffi和Lee
（2016）提出的技术溢出模型并与本文的实际相结合，用技术扩散速度和技术扩散环境两个指

标来反映跨国技术扩散。借鉴向希尧和蔡虹（2011）等的研究，用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之间的

技术交流情况、文化认同度及集群之间的商标、专利等产权交易情况3个指标来测量跨国知识

流动的情况。具体测量如表3所示：

3. 因变量：整体集群绩效

回顾关于产业集群绩效方面的实证研究，参照赵红岩等（2015）的研究并与本文的实际相

结合，将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新产品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新专利的数量、新产品的研发速

度、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4个指标作为跨国产业集群整体绩效的衡量。具体测量如表4所示：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

依照116份样本的数据，本文对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进行了检验，其一，通过信度分析可知，

其总量表信度值为0.942，其他分量表的信度也达到了0.8以上，表明模型的各变量都有着较为

可靠的尺度，能够用于进一步的实证。其二，进行效度分析，主要使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法，经

过衡量问卷内所体现的结构以及各项目之间的联系，可以得到分量表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

其数值均比60%大（标准值的要求是大于40%），而各个公因子上的负荷值都大于50%。此外，各

表 2    广西与越南跨国网络的结构特征测量量表

测量变量 测量指标 指标参考来源

个体特征
企业之间的关联性

Allen等（2007）；蔡宁和潘松挺（2008）挖掘市场机会的能力
与多方协作交流的水平

关系特征

信赖关系

Dessy（2009）社会网络关系
共享知识与技术的程度
文化认同度

表 3    广西与越南跨国技术扩散、知识流动测量量表

测量变量 测量指标 指标参考来源

技术扩散的环境
与其他集群企业建立联系的环境

Gereffi和Lee（2016）与其他集群企业共享技术的环境
向其他集群企业学习新专利的环境

技术扩散的速度
学习新技术的速度

Gereffi和Lee（2016）把新技术落实到产品的速度
运用新技术进行创新的速度

知识流动状况
技术交流情况

向希尧和蔡虹（2011）人才往来情况
知识所属权交易（商标、专利等产权交易情况）

表 4    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整体集群绩效测量量表

测量变量 测量指标 指标参考来源

整体集群的绩效

新产品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

赵红岩等（2015）新专利的数量
新产品的研发速度
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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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量的KMO指数都比0.7大。综上所述，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合格。

（四）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

本节模型以技术扩散与知识流动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产业集群跨国合作网络结构和绩效

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主成分方法提取出影响各个变量的主要因素，进而利用层次回归进行

分析，过程如下：

¯= 0:111 p< 0:050
¯= 0:146 p< 0:050

¯= 0:498 p< 0:050 ¯= 0:231 p< 0:050

首先，将中介变量作为因变量，也就是把技术扩散与知识流动作为因变量，放入自变量（个

体特征与关系特征）中做第一次回归分析，得出：集群网络个体特征及其关系特征对集群间

技术扩散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其中标准化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依次是： ， ；

， ）。除此之外，集群网络之个体特征与关系特征对于集群间知识的流动亦有

着明显的影响（其中标准化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依次是： ， ； ， ）。

¯= 0:555 p< 0:050 ¯= 0:175 p< 0:050

其次，将自变量（个体特征及关系特征）对因变量（整体集群绩效）做第二次回归分析，可

知：集群网络的个体和关系特征对整体集群绩效也就是因变量有着明显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

与显著性依次是： ， ； ， ）。

¯= 0:122 p< 0:050 ¯= 0:341 p< 0:050

¯= 0:079 p> 0:050

最后，同时纳入中介变量（技术扩散与知识流动）、个体特征、关系特征，把整体集群发展作

为因变量进行第三次回归分析，可知集群网络的技术扩散与其知识流动对于整体集群发展有

着明显效果（标准化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依次是： ， ； ， ），但

是跨国合作网络的关系特征也就是自变量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是：

， ），通过三大步骤回归的分析可以得出，其变量符合完全中介的相关要求。

四、  跨国合作网络结构与整体集群发展关系实证分析

（一）网络的个体特征与整体集群发展的关系

本节主要利用AMOS软件，对建立的理论模型实行结构方程分析，对网络的个体特征和整

体集群发展关系予以探究，通过分析结构方程建模，所得路径系数如表5所示。

在以上结构方程模型中，主要是通过技术扩散与知识流动两条路径来研究跨国网络个体

结构特征与整体集群绩效的关系。在对模型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时，由总体模型的拟合效果、两

个模型的路径系数与显著性两个角度来进行讨论。

其一，对整体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探讨。从两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效果来看，整体模型

的拟合情况良好。此外，模型中包含的变量越多，拟合效果就越难理想。本文所构建的模型的变

量较多，最后的拟合度也表现得较为理想。因此该模型的实证结果可以反映事实，数据和模型

相一致，模型具有高度拟合性。

表 5    个体特征、知识流动、技术扩散及整体集群发展关系路径系数

路　径 Estimate p
技术扩散环境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0.374 ***
技术扩散速度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0.304 ***
跨国科研合作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0.373 ***
跨国人力流动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0.521 ***
跨国专利合作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0.555 ***

集群绩效 ← 跨国科研合作 0.076 0.030
集群绩效 ← 跨国人力流动 0.540 ***
集群绩效 ← 跨国专利合作 0.230 ***
集群绩效 ← 技术扩散的环境 0.395 ***
集群绩效 ← 技术扩散的速度 0.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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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其二，分析其路径系数及显著性。由于模型的变量较多，因此在统计显著性方面只要求

p 0.05即可。综合模型路径系数与显著性的结果进行分析可得，在显著性p 0.05的条件下，除

了人员流动与技术扩散的路径低度正相关之外，其他路径都高度正相关。充分表明了整体模型

的路径表现出良好的拟合性。同时，从路径系数所表现出来的各变量之间互相关联水平来看

（见表4），所有路径上均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原假设。

通过对路径系数的数值分析，可以得出各变量相互之间影响的强弱水平，其主要结果如

表6所示。

通过表6的结果分析得知，跨国合作网络的个体特征与整体绩效的关系大多是中度及高度

正相关，除了集群间科研交流对集群绩效呈较低的正相关关系外，其他有关性度都是中高度，

有力验证了原假设。

（二）网络的关系特征与整体集群发展的关系

第一，探究网络关系特征和整体集群发展关系。通过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可以

得到表7中的路径系数计算结果。

表 6    集群间跨国合作网络个体特征与整体集群发展关系分析表

路　径 相关性 是否证实原假设
技术扩散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中度正相关 是
集群绩效 ← 技术扩散的环境 中度正相关 是
集群绩效 ← 技术扩散的速度 中度正相关 是

跨国科研合作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中度正相关 是
跨国人力流动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高度正相关 是
跨国专利合作 ← 跨国网络个体结构 高度正相关 是

集群绩效 ← 跨国科研合作 低度正相关 是
集群绩效 ← 跨国人力流动 高度正相关 是
集群绩效 ← 跨国专利合作 高度正相关 是

表 7    网络关系特征、技术扩散、知识流动及整体集群发展关系路径系数表

路　径 Estimate p
技术扩散的环境 ← 跨国人员交往 0.492 ***
技术扩散的速度 ← 跨国人员交往 0.322 ***
技术扩散的环境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0.132 0.048
技术扩散的速度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0.163 0.033
技术扩散的速度 ← 共享资源与信息 −0.140 0.010
技术扩散的环境 ← 共享资源与信息 −0.037 0.429
跨国科研合作 ← 跨国人员交往 0.350 0.031
跨国人力流动 ← 跨国人员交往 0.983 ***
跨国专利合作 ← 跨国人员交往 0.692 ***
跨国科研合作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0.413 ***
跨国人力流动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0.090 ***

知识所属权交易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0.031 ***
跨国科研合作 ← 共享资源与信息 0.226 ***
跨国人力流动 ← 共享资源与信息 0.204 ***
跨国专利合作 ← 共享资源与信息 0.121 0.021

集群绩效 ← 跨国科研合作 0.074 0.030
集群绩效 ← 跨国人力流动 0.535 ***
集群绩效 ← 跨国专利合作 0.231 ***
集群绩效 ← 技术扩散环境 0.400 ***
集群绩效 ← 技术扩散速度 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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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总体的拟合情形予以分析。在本节结构方程模型中，重点通过两条路径对跨国合

作网络的个体结构特征和整体集群发展关系进行分析，一条路径是跨国合作网络的技术扩散、

关系特征以及整体集群间关系；另外一条是跨国合作网络的知识流动、技术扩散及整体集群发

展间关系。模型呈现出高拟合度，具有充分的有效性。

第三，对模型的路径系数和显著性进行分析。将两大模型路径系数和显著性结果相综合可

得，跨国沟通信任关系与技术传播速度、环境之间的路径系数是低度正相关的，考虑到样本的

容量较小，同时广西与越南制造业还处于跨国合作初期，因而产生此类情况亦合乎情理。通过

分析路径系数揭露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可知，共享资源与信息及技术传播速度和环境路

径系数均低于0，表明前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否定了原假设。通过对路径系数的数值分析，可

以得出各变量相互之间影响的强弱水平，其主要结果如表8所示。

通过表8得知，在集群间跨国合作网络关系特征与整体集群发展关系分析中，除了共享资

源与信息对技术扩散否定了原假设之外，其他都是正相关关系。绝大多数证实了原有假设，而

且变量间关联度比较高，大多是中高度正相关关系。表明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之间的信息与

资源共享较为匮乏，双方的跨国合作还处在基本的供应链的垂直合作阶段，还没形成系统的信

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双方集群之间的技术扩散。

五、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复杂网络视角出发，以广西与越南的制造业为例，通过问卷调研及结构方程模型相

结合的手段，探讨制造业产业集群之间跨国网络结构特征与整体集群发展的关系，得出了以下

结论：第一，跨国合作网络的个体特征和关系特征促进了双方的技术扩散和知识流动，证实了

原假设。第二，跨国知识流动与技术扩散与制造业产业集群整体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同时，整体集群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跨国的知识流动与技术扩散，达到循环累积的效果。第

三，进一步探究网络关系特征的影响，跨国合作网络的资源共享与技术扩散负相关，拒绝了原

假设。深入分析可知，可能是因为样本数量较少导致的，亦有可能取决于调研对象的特殊发展

表 8    集群间跨国合作网络关系特征与整体集群发展关系分析表

路　径 相关性 是否证实原假设
技术扩散 ← 跨国人员交往 中度正相关 是
技术扩散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中度正相关 是
技术扩散 ← 共享资源与信息 中度负相关 否
集群绩效 ← 技术扩散 中度正相关 是

跨国科研合作 ← 跨国人员交往 中度正相关 是
跨国人力流动 ← 跨国人员交往 高度正相关 是
跨国专利合作 ← 跨国人员交往 高度正相关 是
跨国科研合作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中度正相关 是
跨国人力流动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低度正相关 是
跨国专利合作 ← 跨国沟通信任关系 中度正相关 是
跨国科研合作 ← 共享资源与信息 中度正相关 是
跨国人力流动 ← 共享资源与信息 中度正相关 是
跨国专利合作 ← 共享资源与信息 中度正相关 是

集群绩效 ← 跨国科研合作 低度正相关 是
集群绩效 ← 跨国人力流动 高度正相关 是
集群绩效 ← 跨国专利合作 中度正相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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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目前广西与越南的制造业集群的跨国合作处于萌芽期，主要是一些初级的供应链分工合

作，社会关系网络亟待完善，需要强化双边人才流动和科研交流等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结论对

我国产业集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与沿线国家实现跨区域的合作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

的参考。

（二）管理启示

第一，企业层面。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广西与越南制造业集群的信息与资源共享

以及技术扩散是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其合作网络尚处在发展的初期，主要是一些初级产品的合

作，没有成立起完善的信息及资源共享等社会关系网络。就实践意义来说，企业亟需加强构建

与集群内各个节点的社会关系与技术交流网络，促进双方资源、技术的往来，有利于各企业的

创新发展与升级，进而提升整体集群的绩效。企业要拓展跨国投资网络，完善产业链条。积极推

动广西装备制造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形成研发、生产、销售、维修等一站式的关联产业链

条，构建沿边制造业组装生产基地群，强化跨境产能合作。

第二，政府机构层面。从实证结果分析可知，信息与资源共享对技术扩散是负相关的，除了

样本数量的约束以外，也可能是由于政府主导下的信息与资源共享对整体集群的发展作用不

显著，因此政府部门要在产业集群跨国合作网络发展方面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鼓励广西优

秀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布局，以此拓展区外发展空间，提高国际

合作水平。首先，政府联合企业构建海外投资信息平台，积极为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为企业

提供相关海外投资信息和风险预测和咨询报告。其次，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产品需求结构进行精准投资。例如，在基础设施落后并以农业为主的缅甸、老挝、柬埔寨投

资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水利水电装备等；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布局新能源汽车、机床

机电；在中亚国家开展能源开发冶炼、工程设备合作等。

第三，金融机构、行业协会方面。与政府部门的措施相似，亟需有的放矢地加强企业与金融

机构、行业协会之间的联系网络，来促进整体集群绩效的提升。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发展沿边

金融综合改革服务，建议成立中越跨国服务金融中心，积极与越南的金融机构构建多样化、综

合性的投资业务合作，为跨国合作网络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与金融支持；其次，在行业合作层

面上，依托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企业家联合会等商务投资论坛，推动各方制造业相关

机构——各国工业发展、监管部门等官方机构和制造业协会、工业协会等民间协会交流合作机

制的形成；借助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和各校企间的合作，建立起完善的技术交流中心，为

官方和非官方的技术交流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以及联合培养人才提供良好的平台。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当然，本文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第一，本文着重

研究了地理毗邻、文化相似区域、同一经济体的跨国合作网络。然而，不同的空间尺度、文化尺

度下的产业集群合作网络形成及演化机制也是日后值得探究的方向。第二，本文在进行实地调

查时获得的数据不够充分，这是因为国际调研时因为国籍、语言、样本等原因，数据获取比较困

难，导致未能通过充分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虽然也可以说明问题，但依然是个缺憾，后期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加强与相关企业的联系，拓展研究样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第三，产业集群的跨

国合作有着丰富的个性特征。本文虽然建立了“跨国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技术流动与扩散

—集群绩效”的概念模型，但是模型不够完善，未能对其演化发展机制进行研究，后续可以从计

算机仿真模拟方面，进一步对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演化发展进行研究，来完善模型，

让其与实际情况更加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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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aking manufacturing clusters in Guangxi and Vietnam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about 116 enterpris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validate all the
hypotheses  raised,  and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hrough  what  mechanisms  do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s improv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How do
individual network structure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ffect knowledge flows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ir overall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First, it builds a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national network
structure-knowledge flow, technology diffusion-cluster performance” by integrating and expanding
theories about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complex network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explores the
definitions of “transnational” and “cluster network”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different  nations  and  exte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s. Second,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urvey data about 116 enterprises in Guangxi and Vietna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 structure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knowledge flow,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cluster performance,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polices about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s, which is also meaningful for the advocacy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ll in all, by tak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Guangxi and Vietnam as an example and through
the approaches of questionnaire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clus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clus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network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made: First,
the  individual  and  relational  features  of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s  promote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knowledge flow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hich validates the original hypotheses. Second,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flow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clusters.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clusters further promotes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flow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reaching a benign circle. Third, through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s’ relational features, it show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ource sharing
in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invalidating the original hypotheses.
After a further analysis, this may be resulted from a small sample size or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object. Currently, the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Guangxi and Vietnam
is still at its initial stage, mainly focusing on some elementary cooperation on the supply chain. Their
social networks are yet to be improved, and talent flow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should be enhanced. This conclus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ross-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our country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road in the
contex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transnational network structur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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